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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君毅極為重視別爾嘉耶夫的成神論，主張它一方面

統合人文主義與宗教，拒斥神人隔絕，肯定人的普遍價值，

異於天主教與新教，接近儒家人文主義，另一方面較諸儒家

人文主義，仍存在諸多缺陷，如未能全幅肯定人的價值；以

耶穌為獨一拯救中介，易墮入排他救贖論。藉由重建唐君毅

的閱讀史，對勘雙方文本，可見在「自由」、「神人」、「人

神」、「謙卑」、「普遍拯救」、終末論等概念上，較諸別

爾嘉耶夫原文，唐君毅的闡釋既有偏差，亦含獨見。這源於

其「內在超越性」觀念。此觀念基於儒家性善論，並吸納和

改造了康德與黑格爾的哲學，屬「本體神學」的奠基性神話

的產物。但基督教陣營對唐君毅的批評亦囿於本體神學。故

而耶儒對話亟需克服本體神學，以解構超越性與內在性、

「神人」與「人神」的糾葛及其背後的形而上學語法。惟其

如此，成神論才可能在跨文化旅行中獲得方法論意義。 

 

關鍵詞：成神論  神人  新儒家  耶儒對話  克服本體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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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新儒家中，唐君毅與基督教的接觸最多，了解

最深，亦最能對予以同情的理解。1此實則深受其一九五〇

年代後特殊生命經驗的形塑：彼時他置身宗教氛圍濃厚、

基督教勢力強大的香港，海內外宗教紛爭頻仍，使其覺知

宗教和諧與寬容愈發緊要，而近代文化危機日益惡化，被

他歸咎於超越性精神的喪失。自此唐君毅一改既往秉持的

哲學由宗教進化而來並高於宗教的黑格爾主義基調，放棄

「較不看重基督教」、2「各種宗教思想，在……心中，幾

無甚地位」3的態度，承認宗教價值，關注宗教問題，並涉

獵基督教著作，思索儒家與基督教、人文主義與宗教的關

係，甚至明言「基督教中國化」，要求基督教「接觸到中國

文化思想的核心」而「在中國文化中生根」，仿效佛教之中

國化為禪宗。4在諸多基督教思想家中，唐君毅最為重視別

爾嘉耶夫（Nicholas Berdyaev）。 

考諸中國現代思想史，一九五〇年代前對別爾嘉耶夫的

接受有四大類型，齊集社會政治層面，並沿襲西方相關評價，

幾無新意，更未從中國語境、憑依中國思想資源予以回應，

遑論反向激活中國思想資源。5與之不同，唐君毅聚焦別爾嘉

                                                             
 1. 如天主教的錢志純不僅盛讚唐君毅能夠肯定宗教的重要性，而且引述其文字來論證宗教

的重要性；天主教的陸達誠稱讚唐君毅能超脫自身立場，設身處地考慮宗教人士感受。
錢志純，《哲學宗教與中國文化》（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3），頁 83-84；陸達
誠，《陸達誠神父口述史》（台北：秀威，2016），頁 127-128。較諸唐君毅，牟宗三
具有嚴重的判教觀，批評基督教為隔離人文世界的「離教」；徐復觀雖未否定儒耶或有
相通處，但更強調現世、理性、道德性、性善論、包容性的儒家人文主義與天國、神蹟、
宗教性、原罪說、排他性的基督教多有隔膜，抨擊基督徒與傳教士對儒家的「成見」與
「誣衊」。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台北：三民，1973），頁 76；徐復觀，《青年與
教育》（北京：九州，2014），頁 73。 

 2.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台北：學生書局，1984），頁 244。 
 3.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台北：學生書局，1989），頁 3。 
 4.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下）》（台北：學生書局，1988），頁 273。 
 5. 馬克思主義者視其為反革命的神學家（如周揚）或小資產階級「求神派」代表（如胡明）；

基督徒（如吳耀宗）將其歸入以基督教精神改造社會的社會福音陣營；自由主義者（如
潘光旦）將其刻畫為反對一切奴役的政治自由主義代表；政治右翼為其貼上反共分子標
簽。周揚，《周揚文集．一》（北京：人民文學，1984），頁 76；胡明，《新哲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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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夫的宗教哲學，在西方思想史中為其定位，進而以儒家立

場詮解。他認為別爾嘉耶夫與自己「所思相合」，6盛讚其思

想開放，敢於坦承基督教缺陷，且見解深刻，「最精闢」論

述了基督教中神性與人性的「相依待相保合」，7「其歸於

入地獄救惡人之精神，鞭辟入裏，歎未曾有」，8堪稱「現

代西方以宗教思想與人文思想結合之思想家之首座」。9作

為別爾嘉耶夫成神論「精華」10的「神人」（God-man）概

念尤其受到唐君毅關注。11別爾嘉耶夫向唐君毅昭示了基督

教神學的另一副面孔，提供了勾連儒耶的可能性。 

事實上，成神論12被別爾嘉耶夫視為東正教的「核心」

                                                             
學解釋辭典》（上海：光華出版社，1947），頁 224；吳耀宗，《吳耀宗全集．第二卷
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 60-67；潘光旦，〈悼柏蒂也夫（Nicolai Berdyaev）
教授〉，載《觀察》第 4 卷第 20 期（1948），頁 9-10。 

 6. 唐君毅，《日記．上》（台北：學生書局，1988），頁 152。 
 7.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台北：學生書局，1988），頁 592。 
 8. 唐君毅，《書簡》（台北：學生書局，1990），頁 74。 
 9.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頁 71。 
 10. Evgueny Lampert, Nicholas Berdyaev and the New Middle Ages (London: James Clarke, 1945), 

p. 33. 
 11. 他曾致信徐復觀，薦讀別爾嘉耶夫《人的使命》（據黎漢基考證，《書簡》所列時間信

息有誤，正確時間當為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見氏著，《唐君毅書簡系年獻疑補訂》，
載《中國文哲所通訊》第 7 卷第 3 期[1997]，頁 124-126。查考唐君毅日記，其此時正閱
讀《人的使命》，由此亦可證其對別爾嘉耶夫的激賞）。但徐復觀更感興趣於別爾嘉耶
夫對歷史進步論的批判（徐復觀後將此用於批判文化進步論、文化達爾文主義、價值進
步論），反而在回信中批評唐君毅出於個人情感，過分關注宗教問題。徐復觀，《論文
化．二》（北京：九州，2014），頁 602；徐復觀，《無慚尺布裹頭歸．交往集》（北
京：九州，2014），頁 344。事實上，徐復觀完全忽視了唐君毅從別爾嘉耶夫的成神論
中發現了駁斥全盤西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資源（即沿循成神論的普遍拯救［
universal salvation］邏輯，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一切民族都擁有存在和發展的平等權利
和希望，西方基督徒、西方基督教國家不會得到偏愛，此恰與徐復觀之思相契，亦見徐
復觀之失。追本溯源，徐復觀對唐君毅的宗教觀一直頗有微詞，這背後牽涉雙方對儒家
人文主義之內涵與發展歷程的理解分歧。依徐復觀之見，儒家傳統總體上是一個從古代
原始宗教走向道德理性、扎根內在生命的綫性過程，由宗教性至人文性，不再回返。故
而，「祛魅」（disenchantment）乃其基調。借用梁漱溟之言，即「中國以道德代宗教」。
若以後世俗（post-secular）視角觀之，徐復觀何嘗不是犯了與進步論相同的錯誤？不同
於西方當代思想中的「克服」（overcome）指向重新打開和重新創造，中國現代思想中
的「代」（道德代宗教、哲學代宗教、美育代宗教、藝術代宗教、科學代宗教……）充
滿進步論乃至進化論的色彩，而對「代」的駁論又往往重蹈進步論乃至進化論的邏輯。
此亦為整個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縮影——「代」的神話、「代」的魔咒！ 

 12. 檢視晚清以來的漢語文獻，“Theosis／Deification”的譯法紛繁多端，包括了「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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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根基」，13而且是別爾嘉耶夫思想的基礎，更因為別爾

嘉耶夫、弗拉基米爾．洛斯基（Vladimir Lossky）等人在西

方世界的倡導與傳播，14當代天主教和新教學者逐漸重視成

神論，嘗試開掘西方基督教的成神思想，化解與東正教在

救贖論（soteriology）上的分歧。15近年來對成神論的關注

和研究更有增無減，16成神論在基督教傳統中舉足輕重的地

位漸獲肯認，不再是哈納克（Adolph Harnack）所謂的真理

                                                             
「尊為神」、「神化」、「神性化」、「神聖化」、「神化舉動」、「封神」、「封之
為神」、「以神事之」、「見神」、「成為神」、「擬神化」、「神格化」、「超凡入
聖」、「鑄聖」、「聖化」、「成聖」、「天主化」、「人而天主」、「成聖」（此外，
民國時期羅金聲認為東正教承認「人能和上帝有神秘的聯合」，這似在譯解“Theosis／
Deification”，參見氏著《東方教會史》[上海：廣學會，1941]，頁 257），又由於唐君
毅曾將此概念解釋為「人上升為神」，故而本文取「成神」的譯法，其具體内容會在文
中予以解說。事實上，無論採取何種譯法，唯有通過解釋，這一術語方可在漢語語境中
得到真正理解。此亦是「成神論的跨文化旅行」的題中之義。 

 13. Nikolai Berdyaev, “The Truth of Orthodoxy”, The Wheel 8 (2017), p. 52; Nikolai Berdyaev, 
Freedom and the Spirit (trans. Oliver F. Clarke; London: The Centenary Press, 1948), p. 176. 

 14. Norman Russell, Fellow Workers with God: Orthodox Thinking on Theosis (New York: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9), pp. 15-18. 

 15. 如天主教神學家呂巴克（Henri de Lubac）重視成神論和神人，藉此揭示拉丁神學與希臘
教父思想的相似性；伯勒（Gerald Bonner）對奧古斯丁成神論的開創性研究；芬蘭學派
（Finnish School）對路德的「基督在信仰中臨在」（Christ is present in faith）的突顯；
新教神學家托倫斯（Thomas Forsyth Torrance）對加爾文（John Calvin）的「與基督合一」
（union with Christ）的詮釋。John Milbank, The Suspended Middle (Grand Rapids & 
Cambridge: Eerdmans, 2005), p. 16；Gerald Bonner, “Augustine’s Conception of Deification”,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37 (1986), pp. 369-386；Carl E. Braaten & Robert W. Jenson 
(eds.), Union with Christ: The New Finnish Interpretation of Luther (Grand Rapids & 
Cambridge: Eerdmans, 1998)；Thomas Forsyth Torrance, Theology in Reconstruc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6), pp. 184-187。 

 16. 在此僅舉出近十年出版的部分代表性英文著作，即可發現此一明顯趨勢：Norman 
Russell, Fellow Workers with God；Myk Habets, Theosis in the Theology of Thomas Torrance 
(Surrey: Ashgate, 2009)；Paul M. Collins, Partaking in Divine Nature: Deification and 
Communion (New York: T&T Clark, 2010)；Grant Macaskill, Union with Christ in the New 
Testa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Adam G. Cooper, Naturally Human, 
Supernaturally God (Minneapolis: Fortress, 2014)；Jacob Holsinger Sherman,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Minneapolis: Fortress, 2014)；Andrew J. Byers, Ecclesiology and Theosis in the Gospel 
of Joh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Mark Edwards & Elena Ene D-
Vasilescu, Visions of God and Ideas on Deification in Patristic Though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John Arblaster & Rob Faesen, Mystical Doctrines of Deific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9)；Jared Ortiz, Deification in the Latin Patristic Tradition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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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謬誤、基督教與希臘、西方與東方的分界線。17而在華

人世界，成神論雖被不少基督教學者認為能夠轉化儒家傳

統，18是會通耶儒的橋樑，19乃至「回應第二次中國啟蒙運

動的精神危機」的理論資源，20但目前有關儒家（耶儒對話

的另一極）對成神論的理解與回應，相應研究付諸闕如。鑑

於推崇成神論的別爾嘉耶夫被視作「聯結了東方與西方、

基督教不同教派、基督徒與非基督徒」，21跨越了文化溝壑，

故而，當我們追索東正教思想（尤其是其核心觀念的「成

神」）進入中國文化語境後的命運時，唐君毅對別爾嘉耶夫

的闡釋便成為一個儒家直接回應東正教傳統、具備確鑿文

本依據的典例。本文將解析唐君毅對別爾嘉耶夫的闡釋，

對比其表面的肯定態度與具體的讀解實踐，着力在表象之

「合」中追索深層之「異」及其原因。這不僅有助客觀評價

唐君毅的「基督教中國化」觀念在自身實踐中的得失，更有

助在當代「克服本體神學」（overcoming onto-theology）的

思想語境中反思耶儒對話，探究「成神」的方法論意義。 

 

一、別爾嘉耶夫的成神論 
唐君毅對別爾嘉耶夫的闡釋主要依據《人的使命》

（The Destiny of Man）22與《自由與精神》（Freedom and 

                                                             
 17. Adolph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Vol. III (trans. James Millar;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897), p. 165. 
 18. 謝扶雅，《基督教與中國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藝，1980），頁 68。 
 19. 賴品超，〈基督正教之神學復興及其對漢語神學的意義〉，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30（2010），頁 247-272。 
 20. 曹榮錦著，李彥儀、黃偉業譯，《成神論與天人合一—漢語神學與中國第二次啟蒙》

（香港：道風書社，2015），頁 35。 
 21. Donald A. Lowrie, Christian Existentialism: A Berdyaev Anthology (New York: Harper, 1965), 

p. 24. 
 22. 該書最早的中譯名為「論人的歸宿」。參見貝蒂也夫著，王一鳴譯，《基督教與階級鬥

爭》（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6），頁 43，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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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23兩者均為別爾嘉耶夫代表作，前者更被其視

作「自己的著作中最完善、最有意義的」。24因此，此處的

討論聚焦上述文本，而從中提煉出的觀點能夠代表別爾嘉

耶夫一生的基本思想。 

自由是別爾嘉耶夫成神論的根基，別爾嘉耶夫甚至因

此被稱為「自由的俘虜」、「自由的使徒」乃至「二十世紀

在主張自由與創造性方面最卓越的基督教哲學家與先知」，

有別於弗拉基米爾．洛斯基等同輩俄國神學家對終極實體

的關注。25自由根源於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神

性」（Gottheit）、伯麥（Jakob Böhme）的「深淵」（Ungrund），

亦即虛無（Nothing）、非存在（non-being），「沒有其他

思想家會如別爾嘉耶夫這般強調伯麥的深淵」，26譬如同受

伯麥影響卻更關注其創造論的同輩俄國神學家布爾加科夫

（Sergei Bulgakov）。27但不同於伯麥堅持虛無在上帝之中，

別爾嘉耶夫主張虛無與自由處於上帝之外，「自由不是由

上帝創造的：它植根於虛無，植根於來自一切永恆的深

淵」，28「深淵」將「非決定性」的特徵賦予自由。 

這種自由注定了人是悖論性和悲劇性的存在，具有「對

極性」（polarity），「人既來自上帝，也來自塵土，既來自

上帝的創造，也來自非存在，既來自上帝的理念，也來自自

                                                             
 23. 《人的使命》的俄文本出版於一九三一年，英譯本出版於一九三七年。《自由與精神》

的俄文本出版於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英譯本出版於一九三五年。兩書均只有一種英
譯本。根據查考，唐君毅所用版本是 Nicholas Berdyaev, The Destiny of Man (London: The 
Centenary Press, 1937)。參見唐君毅：《哲學概論（上）》，頁 389。 

 24. 別爾嘉耶夫著，汪劍釗譯，《自我認知》（昆明：雲南人民，1998），頁 187。 
 25. Matthew Spinka, Nicholas Berdyaev: Captive of Freedo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0); Michel Alexander Vallon, An Apostle of Freedom: Life and Teachings of Nicolas 
Berdyaev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60); C. S. Calian, Berdyaev’s Philosophy of 
Hope (Leiden: Brill, 1968), p. 1; Frederick C. Copleston, Philosophy in Russia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6), p. 371. 

 26. Michael J. McClymond, The Devil’s Redemption (Grand Rapids: Baker, 2018), p. 486. 
 27. 同上，頁 456。 
 28. Nicholas Berdyaev, The Destiny of Man,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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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9一方面，人由上帝創造，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樣式，

另一方面，基於「深淵」概念，人自創世初即被賦予這種不

是由上帝創造、決定和控制的自由，即「非受造的自由」

（uncreated freedom），這種自由提升了人的價值，既產生

善，也帶來罪惡和墮落。罪惡和墮落與作為造物主的上帝

無關（上帝不是它們的根源，不對它們負責），不能在創造

－受造的結構中被闡明，因為「受造物不可能離開造物主

而墮落，它沒有力量去墮落，甚至不會想到墮落。墮落惟有

通過第三條原則：非受造的自由，通過先於存在的非存在，

才能被解釋」。30 

罪惡和墮落是對上帝的反叛與敵視，它源於人的自由，

卻又使人失去自由，因此需要被拯救，神人基督是理解拯

救的核心。這符合三一論的根本精神。藉着上帝的愛，基督

下降為人，進入自由的深淵，承受苦難和罪惡，從自由的內

部拯救人類，而人類通過基督的神聖犧牲得以克服罪惡和

墮落，建立新的神人關係。這既超越神人分裂的二元論，也

擺脫偏執的一性論，克服了自由與必然性的二律背反，上

帝向人（God towards man）與人向上帝（man towards God）

的雙向運動完美聯合，即恩典與自由統一。相較之下，西方

基督教陷於恩典與自由的對立：佩拉糾主義（Pelagianism）

為了意志自由而否認恩典，馬丁．路德為了恩典而拒斥自

由意志，否認人在神人關係中的自由，加爾文的恩典預定

論否定一切自由。因此別爾嘉耶夫反對新教的「稱義」，批

評它否定自由，將人貶為絕對的被動性（absolute passivity），

令人淪為被審判而非被神化的對象，最終僅僅是被稱為義

人而非成為義人。成神需要個體的謙卑，但謙卑與自由不

                                                             
 29. 同上，頁 70。 
 30. 同上，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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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反而是一種創造性自由，因為真正的謙卑不是《舊

約》律法主義的遵守律法，更不是屈服和奴役，而是突破自

我中心主義，朝向上帝上升。別爾嘉耶夫甚至表示「上帝期

待我自由地、創造性地行動。我的自由和創造性是對上帝

隱秘意志的順服」。31 

由此別爾嘉耶夫主張成神是雙向協作過程，一方面，成

神需要依靠恩典，依靠「神人」基督的拯救，這是成神的根

本前提。通過基督，上帝得以人化（humanization），「上

帝在人之中誕生」（birth of God in man），「幫助在墮落中

喪失自由的人去拯救自己，克服罪」。32這也被稱為「上帝

對人類的渴求，期盼那種反映上帝形象的人類的誕生」。33

人「無法憑藉自己的自由努力走向真正的存在」。34因此，

別爾嘉耶夫不僅批評《舊約》否定上帝的人化，忽視基督是

恩典的化身與拯救得以實現的基礎，而且反對「自義」（自

我稱義、自以為義）：「那些自以為是選民、把自己看成公

正的審判官的人總讓我驚訝不已。我從不認為自己是那樣

的選民。」35另一方面，成神需要人類自由的參與，因為人

是上帝的形象和樣式，「在本性上是小宇宙，包含宇宙的

所有範圍和力量。但由於罪和墮落，人類忘記自己是小宇

宙」，36恩典不否定人的價值，而要克服神人分離，滿足「人

類對更高存在者、對重返生命本源與精神原鄉的渴求」。37

同時，迥異於律法主義，恩典保證和提升自由而非否定自

由，「內在地顯明了擺脫任何外在限制或強迫的自由。基督

                                                             
 31. Berdyaev, Freedom and the Spirit, p. xvii. 
 32. 同上，頁 209。 
 33. 同上，頁 197。 
 34. 同上，頁 352。 
 35. 別爾嘉耶夫著，汪劍釗譯，《自我認知》，頁 256。 
 36. Berdyaev, Freedom and the Spirit, p. 199. 
 37. 同上，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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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使人自由……不同於現世的真理，後者尋求通過限

制來管理人的生命，通過剝奪精神自由來終結人的生命。

基督的恩典戰勝了自由的惡和必然的善」。38人不是被動接

受基督的拯救，而是主動自由地向上帝開放自身、與上帝

協作，創造新價值，實現人在神中的誕生（birth of man in 

God）。個體因為神人基督而脫離罪惡與墮落，與上帝和好，

實現重生，進入神聖三一中。 

在此基礎上，別爾嘉耶夫強調個體的拯救必須與個體

之外的他者的拯救聯結，成神不僅是個體性的，更是普遍

性的，「我的拯救不僅聯結其他人，還聯結動物、植物、礦

物甚至一根青草—一切都必須被變容並被帶入上帝之國

中」。39這指涉的不是強制的普救論（「無視人類自由的外

在決定論」），40而是一切受造物之間及其與造物主之間的

普遍聯繫。 

對於成神，別爾嘉耶夫更賦予了終末論色彩。他指出

「上帝之國」、「天堂」並非與人無關的外在客觀實體，而

是與人的成神相關。它不是出現在線性歷史時間中，而是

藉由「逃離時間」的當下瞬間，實現時間的終結（end of 

time），出現在超越時間的永恆中。41 

 

二、唐君毅視野中的別爾嘉耶夫 
別爾嘉耶夫自一九二〇年代起享譽歐美；42流風所及，

一九五〇年代前，近鄰日本已有可觀譯介，43中國亦有部分

                                                             
 38. 同上，頁 135。 
 39. 同上，頁 373。 
 40. 同上，頁 346。 
 41. 同上，頁 366。 
 42. 在當時的西方世界，別爾嘉耶夫乃最為知名的俄國思想家，被譽為「最重要的基督教思

想家」、「先知」、「新蘇格拉底」。其代表作皆被譯為英、法、德文，多次重印，流
播甚廣，且相關研究數量眾多。中國學者知曉別爾嘉耶夫，殊非難事。 

 43. 別爾嘉耶夫日譯作品：香島次郎譯，《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の世界観》（朱雀書林，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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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介。44就目前史料而言，唐君毅對別爾嘉耶夫著作的閱讀

肇始於一九五〇年代。45通過重建閱讀史，可知別爾嘉耶夫

是其閱讀最多的基督教思想家，共計四部著作和一篇文章，

皆被予以高度評價。除日記的記載外，唐君毅對別爾嘉耶

夫的討論凡十四處，另多次提及「神人」概念，主要出現在

其一九五〇年代著作中，46所據文本主要是《人的使命》與

                                                             
宮崎信彥譯，《歷史の意味》（畝傍書房，1942）；荒川竜彥譯，《現代の終末》（生
活社，1943）；菅支那子譯，《近代世界に於ける人間の運命》（新教出版社，1946）。
日文研究著譯：プレーゲル，〈東方キリスト教的グノーシス論者―ベルヂアエフ〉，
小林珍雄譯，載《現代宗教作家論》（甲鳥書林，1942-1944）；山上正太郞，〈エヌ．
エー．ベルヂアエフ 宮崎信彥譯《歷史の意味》〉，載《歷史學研究》102（1948），
頁 85-90；山室靜，〈ロシア精神史の橋〉，載《人間美學》8（1948），頁 23-29；宮
崎信彥，《ベルジャエフ》（弘文堂，1949）。儘管一九五〇年代前別爾嘉耶夫的中譯
本皆自英譯本，但鑑於當時中日間的知識流通密切，並且除日譯《現代の終末》有對應
的中譯本（《時代的末期》）外，其餘三部日譯作品皆無對應的中譯本，故而不能完全
忽視在別爾嘉耶夫聲名流播方面日文譯介對中國學界的影響。唐君毅在向徐復觀推薦別
爾嘉耶夫著作時，曾基於日本對西方哲學之譯介遠甚於中國的情況，猜測或已有日譯本。 

 44. 貝蒂也夫著，王一鳴譯，《基督教與階級鬥爭》（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6）；貝蒂
也夫著，白石譯，《時代的末期》（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7）；貝蒂也夫著，潘光
旦譯，〈人格的無雙〉，載《周論》第 2 卷第 19 期（1948）。另有不少著譯涉及別爾
嘉耶夫的觀點，如蒲列漢諾夫著，林超真譯，〈序〉，載恩格斯著，《宗教．哲學．社
會主義》（上海：滬濱書局，1929）；伏爾佛遜（S. Y. Wolfson）著，林超真譯，《辯
證法的唯物論》（上海：滬濱書局，1930）；張仕章編譯，《基督教與社會革命》（上
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E. F. Tittle 著，鄭啓中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社會》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頁 34-35。 

 45. 據其日記和書簡記載，他在一九五一年閱讀了盧一釗譯的別爾嘉耶夫〈論蘇聯哲學之「主
流」〉（唐君毅本人未指明譯文名稱，不過查考當時出版信息可知，應是〈論蘇聯哲學
之「主流」［上］〉，載《民主評論》第 2 卷第 13 期[1951]；〈論蘇聯哲學之「主流」
［下］〉，載《民主評論》第 2 卷第 14 期[1951]），並接觸到《人的使命》英文版；一
九五三年八月二日至七日讀完《人的使命》；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六月二十六日至
二十七日讀完《自由與精神》英文版；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閱讀易陶天
譯《俄國思想史》（The Russian Idea）（查考當時出版信息，該譯本應是：貝爾查也夫
著，易陶天譯，《俄國思想史》［台北：政工幹部學校，1965］）；一九七〇年十月十
日、十二日閱讀英文版《開端與終結》（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46. 〈西洋古典文化精神之省察〉（初刊於《民主評論》第 2 卷第 15 期[1951]，後收入《人
文精神之重建》）、〈論接受西方文化思想之態度〉（初刊於《民主評論》第 3 卷第 16
期[1952]，後收入《人文精神之重建》）、〈人文與民主之基本認識〉（初刊於《民主
評論》第 3 卷第 24 期[1952]，後收入《人文精神之重建》）、〈西方哲學精神與和平及
悠久〉（初刊於《民主評論》第 4 卷第 15 期[1953]，後收入《人文精神之重建》）、〈致
徐復觀（七）〉（1953 年 8 月 6 日）、〈我對於哲學與宗教之抉擇〉（作於一九五四年
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收入《人文精神之重建》）、〈與勞思光先生論宗教書〉（作
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九日，刊於《民主潮》第 5 卷第 4 期[1955]，後收入《中華人文與
當今世界補編（下）》）、〈西方人文主義之歷史的發展〉（初刊於《祖國週刊》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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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精神》。這些討論緊扣「神人」概念，聚焦神人關

係，關注「人是否可同一於神？或成神成佛？……人賴其

自力所成之德行之價值，是否可同一於神或高於神？人是

否只有在神前自視為罪人，乃能蒙神之恩救？」47從中可總

結出唐君毅的基本觀點： 

（一）別爾嘉耶夫的思想是對時代精神和個人際遇的

深刻反思與回應，「由對治文化上的偏弊而生起」。48與唐

君毅的返本開新立場相似，別爾嘉耶夫拒絕「盲目崇拜西

方近代文化精神」，力求「復古以知新或開新」，49成神論

體現了其對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對東正教傳統的承繼與

發展。同時，別爾嘉耶夫的立場開明，沒有盲目護教，雖稱

頌基督教精神，亦能承認基督教的缺陷。 

（二）就思想來源而言，別爾嘉耶夫的成神論屬於宗教

人文主義，更準確說是東正教人文主義： 

一方面他不僅回歸東正教原始精神，「承東正教宗教傳

統，故反對天主教與新教之宗教哲學」，50而且發展了布爾

加科夫的普救論（「主一切人得救，反對永恆地獄，謂有限

之罪不能有無限之罰」），51反對排他性救贖論。儘管唐君

毅未系統闡明其所理解的「東正教宗教傳統」之具體內涵，

但我們仍能從其論述中歸納出：在唐君毅看來，基督教的

                                                             
卷第 4 期[1956]，後收入《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世界人文主義與中國人文主義〉
（初刊於《新亞生活》第 2 卷第 9 期和第 10 期[1959]，後收入《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
《哲學概論》（1961）、〈致章力生〉（1962 年 10 月 9 日）（收入《書簡》）、〈存
在主義與現代文化教育問題〉（初刊於《新亞生活》第 12 卷第 5 期[1969]，後收入《中
華人文與當今世界》）、〈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之態度答問〉（初刊《明報月刊》
第 89 期[1973]，後收入《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現代世界文化交流之意義與根據〉
（初刊於《明報月刊》第 108 期[1974]，後收入《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生命存
在與心靈境界》。 

 47. 唐君毅，《哲學概論（上）》（台北：學生書局，1982），頁 188。 
 48.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台北：學生書局，1975），頁 443。 
 49.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頁 308-310。 
 50.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頁 71。 
 51.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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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精神是普遍拯救，「耶穌言天之降雨遍及義民與不義

民，則上帝之啟示其自身亦遍及於一切民族中具神聖秉質

之人之心」，52「一切人最後皆可得救」。53別爾嘉耶夫繼

承並發展了此種普救論傳統，「由罪惡或負價值之承擔，以

實現正價值而有悲憫之情」， 54肯定無形的精神教會

（invisible church），主張身處有形教會外的基督徒乃至非

基督徒亦可得救。故有別於奧古斯丁、路德和加爾文等強

調原罪和末日審判而否定普救論的拉丁神學家，別爾嘉耶

夫更開明，提供了基督教與中國思想進行對話乃至共通的

可能性。 

另一方面，別爾嘉耶夫的成神論是「近代之重人精神與

中古的重神精神之結合」，55隸屬「偏宗教而要個人自由」

的西方宗教人文主義。56一方面，他肯定神的地位，抨擊近

代人文主義「使人逐漸離開神……以人代神。人自己要成

為宇宙的中心，而結果則是人自身之墮落」；57另一方面，

他修正既往基督教重神而不重人的傾向，肯定「世界對上

帝亦為必需」，不同於中世紀對「上帝依其自身之形像造

人」的忽視，更迥異於巴特（Karl Barth）的「人必須絕對

信從……必須自視在神前一無自力，絕對謙卑」的反人文

主義。58 

（三）成神要以基督為中心，憑藉神人協作，即通過上

帝恩典（神人基督）和人類自由的結合。具言之，首先，別

爾嘉耶夫反對「為羅馬法精神所貫注之中古教會精神，與

                                                             
 52. 唐君毅，《書簡》，頁 372。 
 53.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頁 481。 
 54. 唐君毅，《哲學概論（下）》（台北：學生書局，1982），頁 436。 
 55.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頁 71。 
 56. 同上，頁 86。 
 57.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 447。 
 58.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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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只重規範之道德哲學」，成神不源於「重組織重服從」

的律法主義，而是來自上帝的恩典與惠愛，與神人基督相

繫，上帝「化生為耶穌，具神人二性，擔負罪惡苦痛」；59

其次，別爾嘉耶夫強調神人基督是成神的基礎，人類藉此

「達到上帝或至真正超越世界生活」，60「有形的教會」外

在於信仰，不能替代基督的中保地位。別爾嘉耶夫的立場

有別於同屬現代宗教人文主義的新托馬斯主義（Neo-

Thomism）之「重集體之教會組織」。最後，較諸恩典，成

神更要尊重和發揮人的自由。別爾嘉耶夫批評中世紀以來

的基督教「只偏重說明上帝對世界為必需，而不知世界對

上帝亦為必需」。61他主張一方面人是上帝的形象，本身具

有神性，能被普遍拯救，另一方面基於人的自由，「強迫的

得救論，預定的得救論」謬誤至深。這意味着成神的過程需

要人的自由參與，發揮人的主動性，並非完全被動地為恩

典所作用。因此，別爾嘉耶夫雖與馬利坦（Jacques Maritain）

並稱為現代宗教人文主義代表，但較諸馬利坦偏重以神為

中心，別爾嘉耶夫更重視人的價值、更能提升人的地位。 

（四）成神的最終結果是神人基督「使人上升為神」，

即「人神」（Man-God），人在本質上成為「第一義之實在」，

「真能同一於上帝與耶穌」，而非「只能信仰上帝，跟隨耶

穌……不能與之同一或平等」，62「『神人』與『人神』是

『互相成為』之關係」，63近似馬塞爾（Gabriel Marcel）、

布伯（Martin Buber）的「我與你」關係，迥異於薩特（Jean-

Paul Sartre）的主體與他者之生死鬥爭關係。別爾嘉耶夫主

                                                             
 59.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頁 592。 
 60.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頁 79-80。 
 61.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下）》，頁 144。 
 62.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頁 79。 
 63.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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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神人之升降往復之對應」關係與艾克哈特等人的神秘

主義相似，也類似從謝林（F. W. J. Schelling）到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萬有在神論（panentheism），64與天主教、

新教的神人隔絕立場對立。 

（五）別爾嘉耶夫的成神論仍存在缺陷，「限在西方傳

統……只足以證明西方宗教思想之有一內在的大震動與危

機之存在」，不足以「開出真實的東西文化之由分到合的道

路」。65首先，他雖肯定基督的神人二性，能夠「祀神如祀

人」，卻未「事人如事神」，神仍然高於人，未能完全肯定

人與神的平等地位，從神本走向人本，「使人真正為一道德

宗教之主體」，因此別爾嘉耶夫「神人之關係論中，對人之

良知之尊重，仍嫌不足」，成神不是首先來自「人之自己良

知之自動覺悟」，仍要向外求諸神人基督，藉助「聖靈之感

動，或上帝耶穌之賜恩」，未解決「如何使人皆能自己凸顯

其自己，皆能自覺其自己，而皆能自己存在於自己」的問

題，66換言之，別爾嘉耶夫未能解決道德宗教之主體何以生

成的問題，證成道德實踐與宗教信仰的必然相關性；其次，

別爾嘉耶夫雖反對將有形的教會作為唯一拯救之道，卻將

神人基督固定為成神的唯一路徑，易使人走向狂熱的排他

拯救論，釀成宗教衝突，換言之，別爾嘉耶夫未能化解宗教

之爭的語法邏輯；最後，最高的宗教意識不應是對神人基

督的崇拜，而應是同時崇拜聖賢豪傑祖先等人神和超越之

                                                             
 64. 需要澄清的是，儘管唐君毅在此將英文「panentheism」翻譯為「泛有神論」，而非現今

通行的譯法「萬有在神論」，但他的解釋確實依據了「萬有在神論」的定義：「依此說，
上帝既許人物以選擇創造之自由，而又許此人物與上帝合作，以共造此世界。」換言之，
他是在「萬有在神論」這一所指的意義上使用「泛有神論」這一能指。唐君毅，《生命
存在與心靈境界．下》（台北：學生書局，2006），頁 226。 

 65.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 814。 
 66. 同上，頁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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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如此方能調和人與神、道德與宗教、內在與超越，換言

之，別爾嘉耶夫的人文主義立場尚不徹底。 

 

三、闡釋的辨析 
唐君毅的闡釋非以亦步亦趨的譯介為鵠的，而是旨在

以別爾嘉耶夫為參照，申說儒家人文主義。其以神人關係

為核心，觸及成神論的重要概念（自由、神人、普遍拯救、

恩典），肯定基督的神人二性，指出近代人文主義的主體性

弊端，批評新教過分貶抑人性，拒斥基督教陣營的排他主

義救贖論，批駁章力生等中國基要派基督徒的極端反人文

主義立場，67並糾正了勞思光等中國學者的偏見（即基督教

之本質特徵是神人隔絕）。68但基於闡釋的特殊目的、立場

與語境，唐君毅的闡釋既有偏差之處，亦含獨到見解，需予

以語境化的（contextualized）辨析： 

（一）別爾嘉耶夫的成神論以三一論為基本框架，成神

需依靠上帝之愛，經由作為上帝之人化的基督（三一之第

二位格）的自我犧牲。唐君毅雖指出在別爾嘉耶夫處，成神

需要恩典，但又認為「基督教必直接以神人二性之耶穌為

救主，而不以聖父之上帝為救主，亦即見重人為基督教教

義之核心」。69唐君毅決非意在將上帝與基督在本質（ousia）

上割裂甚或對立（即將位格的差異誇大為本質的差異），扭

曲三一論，而是力圖突顯別爾嘉耶夫在克服神人對立上的
                                                             
 67. 唐君毅，《書簡》，頁 372。事實上，基督教陣營對新儒家的批評大多基於神與人、天

國與塵世的二元論。 
 68. 勞思光在介紹別爾嘉耶夫時未提及「神人」概念，無視唐君毅在與其通信中的相關提示。

雖然勞思光最初認為別爾嘉耶夫融合「無神論和有神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東方心
靈和西方心靈等」不能和諧者，是「東方與西方間」、「基督徒與非基督徒間」、「各
教派各民族間」、「過去與未來」、「哲學與神學」的橋樑，但這與「神人」概念無關，
而且他經過分析後，指認別爾嘉耶夫否定現世，充滿「捨離精神」，阻礙「統攝東西方
已有的精神」。但也因為此種「捨離精神」，勞思光主張別爾嘉耶夫或與道家相類。參
見勞思光，《存在主義哲學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69.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頁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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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貢獻，揭示其人文主義色彩，反駁人們對基督教只重

神人隔絕的刻板印象與流俗偏見。 

（二）「自由」是別爾嘉耶夫成神論的基礎，但對這一

最具爭議的「晦澀主題」，70唐君毅的讀解尚不周延。他沒

有如勞思光般貶低「自由」純屬別爾嘉耶夫「隨拈出來的說

法」、不代表其「哲學智慧」，71而是肯定別爾嘉耶夫「特

重人之自由性」。但是唐君毅強調別爾嘉耶夫的「自由」意

味着反對「組織」和「服從」、拒絕預定論和強迫拯救論。

唐君毅未意識到「自由」是存在的根基，基於「深淵」的非

受造自由更超越了一般的二元論；而在闡釋別爾嘉耶夫整

體思想時，唐君毅似未將「自由」貫穿始終，以此讀解別爾

嘉耶夫的神人基督。至於別爾嘉耶夫與艾克哈特的思想相似

性，唐君毅僅歸諸「神人之升降往復之對應關係」（消除神

人隔絕）的神人觀念，即「神化身為人，所以使人化身為

神」。72這顯示唐君毅未透徹理解別爾嘉耶夫的自由觀及其

思想譜系，割裂了神人與自由的本質聯繫，因為「自由」的

來源之一是艾克哈特的「神性」概念，這是「神人」得以產

生的的理論前提，也是別爾嘉耶夫與艾克哈特的根本聯繫，

更是別爾嘉耶夫反對預定論與強迫拯救論的原因。細究雙

方文本，唐君毅的闡釋（「［別爾嘉耶夫］特重人之自由

性……反對一切新舊教中之預定的得救論，強迫的得救

論」）乃是對別爾嘉耶夫《人的使命》中的「人沒有被恩典

強迫：人可以自由接受或拒絕恩典……若恩典對人的作用

獨立於人的自由，則我們就得到了預定論」一語的概括，但

別爾嘉耶夫在書中緊隨其後就指出若要解決恩典與自由之

表面悖論，「惟一出路是承認自由是非受造的，根植於非存

                                                             
 70. Copleston, Philosophy in Russia, p. 378. 
 71. 勞思光，《存在主義哲學新編》，頁 122。 
 72.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下）》，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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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3不過這未被唐君毅注意，致使其忽視別爾嘉耶夫所

提出的人之悖論性和悲劇性（「對極性」），未指出人在具

有上帝形象的同時，因非受造的自由而脫離上帝，走向罪

惡和墮落，需要「神人」來拯救。 

這種偏差固然與下文將論述的唐君毅對人之內在超越

性的理解有關，但亦或受到別爾嘉耶夫同代人、俄國神學

家尼古拉．洛斯基（Nikolay Onufriyevich Lossky）的直接影

響。依據唐君毅日記，他在一九五四年閱讀別爾嘉耶夫著

作時，曾專門參閱尼古拉．洛斯基《俄國哲學史》（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74由於該書第十六章專論別爾嘉耶

夫，故而唐君毅很可能通過閱讀此章，深化了對別爾嘉耶

夫的理解。尼古拉．洛斯基在書中雖稱讚別爾嘉耶夫「擁護

西歐和俄國的人文主義，即人格的絕對價值和人格所不可

剝奪的精神自由的權利與過上體面生活的權利」，但批評

別爾嘉耶夫將自由的根源歸諸「深淵」，否認自由意志來自

上帝，背離了基督教傳統教義。75這種評價既突顯了尼古拉．

洛斯基與別爾嘉耶夫的思想親緣性，也暴露了二者自早年起

便已存在的思想分歧，即「統一性」與「深淵」的對立。76

這或許令唐君毅在確認別爾嘉耶夫的人文主義色彩的同

時，未接受其聚訟紛紜的「深淵」概念，迴避了其自由觀的

複雜性。與唐君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項退結，他在闡釋別

                                                             
 73. Berdyaev, The Destiny of Man, p. 45. 
 74. N. O. Lossky,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2). 該書

是英語世界當時最新出版的、少有的全面介紹俄國現代哲學的著作，且又出自俄國著名
哲學家之手，甫一出版即被時人譽為「一個事件」。更重要的是，唐君毅知曉尼古拉．
洛斯基是「當代俄國名哲」，讀過其《價值與存在》（Value and Existence）一書，並列
入推薦的哲學參考書目，所以唐君毅的選擇有跡可循，並不出人意料。參見 John 
Somerville, “Reviewed Work: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by N. O. Lossky”,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2 (1952), p. 578。唐君毅，《哲學概論（下）》，頁 388。 

 75. N. O. Lossky,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pp. 248-249. 
 76. Galina S. Ryzshkova, “Personalism in Russia”, Journal of Siberain Feder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7 (2014), p.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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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嘉耶夫時，不是忽視「深淵」，而是過分誇大「深淵」的

地位，乃至將「深淵」誤讀為上帝的根源。77這也反證了別

爾嘉耶夫自由觀的複雜難解，需要更細緻的讀解。 

（三）唐君毅對「神人」內涵的闡發易受誤解，需予以

特別解說。唐君毅批評成神中的恩典與自由缺乏內在聯繫，

恩典的作用與人類的自由（「良知之自動覺悟」）無關，既

未肯定自由，也無法提升自由，甚至彼此衝突，削弱人在救

贖中的地位。成神的最終結果應該是「人神」。唐君毅的上

述論說或會啟人疑竇，畢竟別爾嘉耶夫始終堅持恩典與自

由統一，恩典內在地顯明自由，並通過內在的自由而作用，

若離開恩典，則人類的道德努力無法帶來拯救，因此人不

可能成為神，在「本質」（ousia）上與神等同，「人神」暴

露了現代世俗人文主義對人的過分推崇，使人背離上帝。

在唐君毅讀過的《俄羅斯思想》（The Russian Idea）中，別

爾嘉耶夫指出「人神」對立於「神人」，代表了「敵基督」，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即此中代表，最終走

向自我毀滅的虛無主義。78不過推究唐君毅的本意，他並非

全然否定恩典之於基督徒的意義，而是指出對恩典的過分

推崇和狹隘理解會壓抑人的的地位，抹除人朝向神的運動，

墮入榮耀神學，他提出「人神」決非企圖以人取代神、凌駕

於神之上，而是旨在強調人與神並不對立隔絕，一方面彰

顯東正教與天主教、新教的核心差異，另一方面突出人的

尊嚴和價值，從理想而非現實的角度去昭示人的可能性。

基於此，他才批評別爾嘉耶夫未徹底肯定人在成神中的首

要地位。較諸唐君毅，牟宗三將基督教的「神人」解釋為「以

人的形態出現的神」（即上帝的外在化），通過區隔「基督」

                                                             
 77. 項退結，〈裴狄雅也夫與俄國的命運〉，載《現代學苑》第 9 卷第 10 期（1972），頁 9。 
 78. Nicolas Berdyaev, The Russian Idea (trans. R. M. French;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pp. 

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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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徒」的本質差異，避免了引發人們對混淆「神人」

與「人神」的疑慮，但他由於過分強調基督教堅持神人之

分、人無法成為神（即有別於儒家的「人人皆可成聖」），

故而忽視了基督的人性和人向神的運動。79換言之，儘管唐

君毅、牟宗三均認定基督教的成神與儒家的成聖不能完全

等同，但唐君毅較關注成神與成聖的相似性，牟宗三着力

突顯成神與成聖迥異。 

不過，在神人問題上，唐君毅正確避免了將別爾嘉耶夫

的觀點與泛神論（pantheism）等量齊觀，因為兩者大異其

趣：別爾嘉耶夫批評泛神論屬於一性論，將神人關係全部

歸結於神性，從而忽視了人性的一面，拋棄了自由，否定了

神人基督的特殊地位，無法帶來拯救。唐君毅未必熟知別

爾嘉耶夫對泛神論的具體批評，至少未公開探究過別爾嘉

耶夫思想與泛神論的差別，但如上文所言，他將別爾嘉耶

夫歸入萬有在神論，即「上帝既許人物以選擇創造之自由，

而又許此人物與上帝合作，以共造此世界」，80從而與泛神

論拉開距離。唐君毅的做法或受美國過程神學家哈茨霍恩

（Charles Hartshorne）對別爾嘉耶夫之闡釋的直接影響。因

為：一、唐君毅閱讀別爾嘉耶夫著作時，曾參閱哈茨霍恩

《哲學家言說上帝》（Philosophers Speak of God）一書。

二、「萬有在神論」是過程神學（Process Theology）的核

心概念，出自懷特海、哈茨霍恩，亦被哈茨霍恩稱為「超關

聯主義」（surrelativism），旨在打破有神論與泛神論、無

限上帝與有限上帝、恆定上帝與變易上帝（immutable and 

mutable God）的二元論。81三、哈茨霍恩在書中專闢一節討

                                                             
 79.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1998），頁 41。 
 80.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下》（台北：學生書局，2006），頁 226。 
 81. Charles Hartshorne & William L. Reese, Philosophers Speak of G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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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別爾嘉耶夫，指出其與傳統有神論的差別，將其與謝林、

費希納（Gustav Fechner）、懷特海一道歸入現代萬有在神

論。而唐君毅所列的萬有在神論者名單不僅包括上述四人，

更特別增列哈茨霍恩！四、唐君毅認為萬有在神論主張「上

帝之隨人物之時時展示各新的可能，於人物之前，即上帝

之時降新命於人物，以成一天命之流行不已」，82這種概述

乃過程神學的典型觀點，與哈茨霍恩的定義相契，83後者正

是採用過程神學來詮釋萬有在神論與別爾嘉耶夫。 

（四）成神要求人類謙卑。別爾嘉耶夫拒斥自由／服從

的二元論，強調謙卑不是律法主義的屈服，而是與上帝的

自由協作，體現了恩典與自由的統一。唐君毅雖承認謙卑

的道德意義（「［使人］涵容他人……和平相處而免於相殘

互殺，共謀社會之改造」），84但強調謙卑不能以上帝的外

在超越性與人的原罪為前提，因為這會壓抑人的內在超越

性，淪為「卑人尊天」二元論。究其實，唐君毅並非專論別

爾嘉耶夫對謙卑的看法，而是在陳述自己對謙卑的一般性

批評，警惕謙卑可能建基於否定人類尊嚴的反人文主義，藉

批評傲慢之名，行壓抑人性之實。 

（五）成神的最高理想是普遍拯救。唐君毅一生堅守

「親親仁民愛物」的普救論，並據此批評猶太教只重「選

民」得救，基督教背叛自身的普救論原始精神，只重一人得

救，二者均無涉中華民族。85花果飄零的民族文化危機感更

強化了此種批判立場。普救論不僅有助於駁斥天國與塵世、

                                                             
 82. 唐君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下》，頁 226。 
 83. 哈茨霍恩的定義是上帝的永恆與變化統一，上帝自覺，上帝全知世界，涵括世界萬物。

其中，過程、生成內在於上帝。Hartshorne & Reese, Philosophers Speak of God, pp. 16, 163。 
 84.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頁 41。 
 85. 唐君毅的批評頗具代表性，是中國基督宗教陣營不得不嚴肅以對的，譬如讚賞並常援引

唐君毅的錢志純在作品中反復申說天主教超越文化界限的普遍精神，尤其突顯基督教如
何超越猶太身份、重釋「選民」觀念，似乎是在隱秘地回應唐君毅的上述批評。錢志純，
《哲學宗教與中國文化》，頁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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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文化、信仰立場與民族身份的二元論，還可用於批判

彌漫於現代中國的全盤西化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基於此，

唐君毅肯定別爾嘉耶夫普救論的貢獻。但他又指認別爾嘉耶

夫主張人是自由的存在而非「自然的存在、物質的存在」，重

視「個人自由」而非「社會集體」。86唐君毅的二元論闡釋限

縮了成神的主體範圍，因為別爾嘉耶夫主張的不僅是人類

個體的拯救，更是在自由的基礎上，包括人類與自然在內

的全體受造物的普遍拯救，超越了自我中心主義與人類中

心主義。別爾嘉耶夫之所以被譽為「最著名的基督教普救

主義者」之一，87與此密切相關。但在另一方面，別爾嘉耶

夫堅持基督在拯救中的獨一地位，限定了成神的中介與通

道，這確實可能如唐君毅所言，在宗教多元主義語境中削

弱普救論的普遍性、開放性，埋下衝突種子，換言之，可能

落入宗教中心主義、宗教排他主義。88 

（六）別爾嘉耶夫的終末論不僅在斯拉夫思想家中極

具代表性，89還受到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等

西方神學家的稱讚與借鑑。90建基於成神論之上的終末論主

導了別爾嘉耶夫的整體思想。91唐君毅雖讀過別爾嘉耶夫

涉及終末論的《人的使命》和專論「終末論形而上學」92的

《開端與終結》部分內容，但在闡發成神論價值時，未特別

                                                             
 86.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頁 86。 
 87. McClymond, The Devil’s Redemption, p. 18. 
 88. 一九五〇年代，唐君毅為化解當時愈演愈烈的宗教紛爭，曾提出宗教理一分殊，「道並

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宗教差異僅是通達相同境界的不同方式，不同宗教
或者宗教聖人並無高下之別，「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將相遇」。儘管這種論說有
其特定語境和指向性，然而其中確實閃爍着與此處相契的光亮。 

 89. Andrea Oppo, Shapes of Apocalypse: Arts and Philosophy in Slavic Thought (Bos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3), “Introduction”, p. 10. 

 90. Jonathan S. King & C. Michael Shea, “The Role of Nikolai Berdyaev in the Early Writings of 
Hans Urs von Balthasa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Theology 2 (2014), p. 230. 

 91. Frank C. Senn, “Berdyaev, Orthodoxy, and the Theology of Hope”, 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 7 (1970), p. 457. 

 92. Nicolas Berdyaev,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New York: Harper, 1957), p.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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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終末論及其相關的「重生」等觀念。這或許是因為對唐

君毅而言，一旦脫離基督教教義系統、越出信仰共同體，獨

屬基督教內部話語的終末論並非道德實踐的必要條件，更

不可能為道德實踐奠基。換言之，成神論的普遍價值並不取

決於基督教的終末論預設。93 

 

四、讀解的探因 
唐君毅對別爾嘉耶夫的讀解主要集中於一九五〇年

代，考察唐君毅彼時的思想，可以發現他堅持花果飄零中

靈根自植的文化信念，採取以人之無限自覺本心（即內在

超越性）為基礎的人文主義立場。人文主義「發自人，而其

對象亦是人或屬人的東西」，其涵義是「對人性、人倫、人

道、人格及人之文化歷史之存在與價值，願意全幅加以肯

定尊重」。94因此，「理想的世界，是以德性為中心而全幅

開展的人文世界」。95有別於西方近代人文主義，這種人文

主義不反對宗教，因為人文精神與宗教精神能夠共同反對

人的「下墮物化」，超升人的生命境界。不過唐君毅主張用

人文涵攝宗教，而非宗教統制人文；融宗教於道德，而非以

宗教為道德奠基。96宗教精神應以實現道德層面的人文精神

（「道德心之充量」）為終極鵠的，不是祈求外在的上帝恩

典來拯救人類，而是肯定人類盡心知性即知天的自救能力。

為此，他甚至表示「由道德以轉出宗教，而人建立神，人造

神」，即「神之顯於人，神之建立其自己於人」，不再與人

                                                             
 93. 這種闡發也留下些許遺憾：當《人的使命》基於終末論立場，肯定基督受難是積極的救

贖、批評儒家逃避與消解苦難的時候，唐君毅因為不關注終末思想，所以未專門回應別
爾嘉耶夫對儒家苦難觀的批評。當然，唐君毅的《病裏乾坤》或可算作間接回應。 

 94.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頁 18。 
 95.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頁 47。 
 96. 終其一生，唐君毅都主張西方文化的特點是以宗教為道德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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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或對立。97換言之，唐君毅對宗教的態度着眼於宗教的

道德價值，宗教的超人文精神必須落實至人文精神的道德

實踐。而一切的道德實踐根源於人的內在超越性。 

唐君毅的上述觀點部分源於其基於儒家性善論，接受、

調和與改造了康德與黑格爾的哲學。一方面，他接受康德

哲學對不同文化領域的區分，以道德為文化之本原，道德

為宗教奠基，抨擊黑格爾的價值秩序不僅採取綫性歷史文

化觀，堅持不同文化領域的對立衝突，更低估道德的地位，

將其與其他文化領域並列且置於哲學、宗教、藝術之下的

客觀精神領域中；另一方面，他受到黑格爾的「人類文化與

歷史乃絕對精神之客觀表現」這一論斷的影響，強調道德遍

含一切，拒絕康德的現象與物自體之分，批評康德將道德主

體局限為「重在行為之合於形式律」的「理性的意志」，98

反對康德將道德限定為「自覺的依理性以立法自律」、將由

道德理性所非自覺（即「不自覺或超自覺」）地奠定的文化

生活排除於道德生活之外。於是唐君毅選擇將絕對精神予

以道德化，即用道德替代絕對精神，一切文化皆為道德的

客觀表現並為道德所主宰，拒絕了文化生活的自然主義決

定論（取決於外在的自然力量與内在的自然欲望）和宗教

決定論（取決於外在的超越之神與内在的性惡原罪）。99由

此，宗教是由道德奠基的道德宗教（moral religion），超越

性由內在性奠基，道德的限度即宗教的限度。緣此邏輯，唐

君毅拒斥宗教超自然主義（religious supernaturalism），強

調基督教的原始精神乃「上帝的內在性」，100稱讚耶穌主張

                                                             
 97.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北：正中書局，1992），頁 536。 
 98. 唐君毅，《書簡》，頁 383。 
 99. 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台北：學生書局，2003），頁 12-19。 
100.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下）》，頁 5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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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裏」（路 17:21），101「說回頭是父，

涵有人自能回頭以見父之意。既然回頭即父在，則父當為

內在一切人心，而非只超越於人心者」，實乃「直指人心」，

啟發人的內在道德自覺，基督教欲扎根中國，此乃關鍵。
102唐君毅批評保羅背離耶穌的內在性教義，轉向令道德屈

從於對上帝、耶穌與恩典的信仰。唐君毅在此論及的實為

基督教所謂的「心的回轉」（metanoia），103阿倫特（Hannah 

Arendt）譯解為「心的改變」（change of mind），卡普托

（ John D. Caputo ）進一步讀解為心的「割禮懺悔」

（Circumfession）、「我有一顆嶄新的心」（I have a new 

heart）、「心的轉化與更新」（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the heart）、「新的創造」，將「心」與「邏各斯」（logos）

區隔。104儘管卡普托與唐君毅均主張基督教的原始精神不

是對「心」的壓抑，既非超自然主義，亦非律法主義，既拒

絕超越與內在、神與人的二元論，又反對將道德等同於律

法規範、宗教等同於教義信條，但與唐君毅相反，卡普托不

是要用「心」作為內在性的替代品去奠定和涵攝超越性、奠

定和涵攝一切文化領域，而是恰恰力圖解構這種傳統形而

上學（亦稱「本體神學」）的奠基性神話：這是一顆充溢「不

可能性激情」（passion for the impossible）的「不安之心」

（restless heart），走向冒險而非奠基，朝向「事件」（event）

                                                             
101. 牟宗三亦曾引證《聖經》的這段經文，同樣是為了說明道德的中心地位，强調「上帝在

你心中，上帝就是良心」，「良知就在眼前」呈現，絕非康德哲學意義上的設定（postulate）
甚或幻相（illusion），良知為上帝的可靠性奠基，是一切價值真理標準的來源和基礎。
牟宗三，《「實踐的智慧學」演講錄（六下）》，《鵝湖》399（2008），頁 6-7。 

102.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頁 56。 
103. “metanoia”一詞恰恰也出現在唐君毅引用的《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中，常被譯

為「悔改」（repent），限定於狹隘的認信宗教之中。儘管唐君毅未提及這一概念，但推
究唐君毅的本意，傳統譯法遮蔽了“metanoia”的真正意涵。因此，筆者依循究唐君毅
的邏輯，參考阿倫特、卡普托的譯解，選擇翻譯為「心的回轉」，指稱心的自覺、改變、
更新與翻轉。這也將與傳統認信宗教的「悔改」教義拉開一定距離。 

104. 陳龍，《論約翰．卡普托的事件詩學》（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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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自身，被「事件」解構乃至「自體解構」（auto-

deconstructing）。這反向暴露了唐君毅的讀解雖有發明之

處，但仍未突破舊有理論桎梏。 

唐君毅基於上述道德人文主義立場，批評西方基督教

採取「超人文主義」，堅持上帝的外在超越性、「絕對之自

完自足而無所待」，並以原罪說貶低人的價值，由此，人的

拯救全然依賴外在恩典，與人的內在超越性無關，悖逆人

文主義精神，走向反人文主義。依唐君毅之見，別爾嘉耶夫

的獨特之處在於拒絕稱義觀和原罪說，重視神人協作，肯

定人的價值及普遍拯救，與儒家的性善論及「人人皆可成

聖」的主張相近，同西方基督教對他力的強調大異其趣，只

不過別爾嘉耶夫對人文主義的肯定「未能至乎極」，不僅神

人的地位不平等，沒有完全合一，而且拯救仍需要恩典，藉

助耶穌基督，並非悉皆源自人的內在超越性。因此，儒家的

成聖異於基督教的成神之處在於它是人之內在超越性的結

果，「直接從人之自身要求自立於天地之間而起，注重講一

個人如何由『小人』變成『大人』，如何由『普通人』變成

『聖人』」，105人自知有限性而又能超越此有限性，最終人

性與天命相通，此乃「人神」的真實含義。就別爾嘉耶夫的

立場而言，唐君毅的觀點阻礙了其對「自由」以及自由與恩

典關係的理解，更消解了基督的神人特性，抹滅了基督作

為神人中保的獨一地位。由此，唐君毅所自詡的因「神人」

概念而產生的與別爾嘉耶夫的思想親緣性將不復存在。但

在唐君毅看來，縱使避免將有形的教會作為拯救的中保，

但一味強調以基督為唯一中保，誇大引申「若不藉着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 14:6），將墮入不寬容的排他主

                                                             
105.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 44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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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神人從拯救者蛻變為迫害者。相反，儒家徹底貫徹「人

人皆可成聖」的精神，從而破除了對孔子偶像崇拜的危險。 

於是，以別爾嘉耶夫觀唐君毅，「人神」危險；由唐君

毅見別爾嘉耶夫，「神人」偏狹。在二者眼中，對方所執者

乃「消逝的中介」（vanishing mediator），自身所執者實屬

擺脫了偶像崇拜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消

逝」邏輯的事物僭越了事物的「消逝」邏輯，將自身神聖化

為不可解構、奠基一切的終極「根據」（Ground）。然而無

論是宗教的「成神」還是道德的「成聖」，無論是宗教的「所

信之客體」還是道德的「能信能聞能行之主體」，106或應殊

途同歸於「消逝的中介」，亦即剔除了蒂利希（Paul Tillich）

的「存在之根據」（ground of being）邏輯後所剩餘的「通

道」（channel），107惟此方可掃除誰之奠基、何種奠基的葛

藤，避免墮入形塑了超越性與內在性之爭的奠基性神話（因

唐君毅偏好使用「主宰」一詞，故我們又可稱之為「主宰性

神話」）。這也是作為別爾嘉耶夫成神論根基的「深淵」

（Ungrund）的題中之義：解構一切所謂的「根據」以及對

「根據」的偶像崇拜乃或佔有企圖。由此勾連當代西方的

「克服本體神學」，一方面，「成神」議題的癥結得以被揭

櫫，另一方面，這顯示了中國現代耶儒纏鬥實則也禁錮於

「本體神學」中，「克服本體神學」不再只是一項西方的思

想任務，它同樣也是漢語思想界的切身議題。換言之，通過

探究唐君毅對別爾嘉耶夫的闡釋，「成神」議題或能擺脫永

恆輪回的口舌地壕消耗戰，「深淵」的獨特意義與時代價值

或可得以突顯，成為化解耶儒之爭的思想工具，並由此切

入「克服本體神學」。在此方面，當代西方「克服本體神學」

                                                             
106.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頁 470。 
107. Paul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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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祭酒、美國著名宗教哲學家約翰．卡普托或可資借鑑：他

在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等人的基礎上，提出解構主義

的「事件詩學」（poetics of the event），批判性發展艾克哈

特、海德格爾的「深淵」、「泰然任之」（Gelassenheit），

解構根據律，進而以「心的回轉」為基點，藉由「事件詩學」

的「呼召－回應」（call-response）關聯性結構，闡發上帝

「恆存」（insist）與人類「實存」（exist）的「交叉」（chiasm），

重構神人關係並予以新解。 

 

五、結語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神學家中，別爾嘉耶夫對人性的

重視超乎同儕之上，108以致被某些學者誤解為過度神化人

性。109唐君毅對別爾嘉耶夫成神論的關注，不僅由於二者具

有相似的生命際遇，均力圖在西方現代性浪潮中回歸、保

存並創新各自文化傳統，悱惻之情盈溢，更因為唐君毅面

對「天命與人性如何澈通」的問題，試圖憑藉不同於西方基

督教的儒家人文主義進路，將「人之上達」與「真宰之下降」

統一。唐君毅早年雖認為基督教強調神人的本質差異，不

允許神人「並立」「相配」，但也曾力圖依據「基督教以上

帝為人之父，其精神意志與人相通，人可由其內心深處之

祈向與之交感」，將之區別於猶太教，開掘基督教神人相交

的特質，110而後來接觸的別爾嘉耶夫令他得以在基督教陣

營中尋獲理論確證。他從別爾嘉耶夫成神論中看到的不是

                                                             
108. Vigen Guroian, “Nicholas Berdyaev”, in John Witte Jr. & Frank S. Alexander (eds.), The 

Teachings of Modern Christianity on Law,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89. 

109. Piama P. Gaidenko,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 of Nikolai Berdiaev”, in James P. Scanlan 
(ed.), Russian Thought after Communism (New York & London: M. E. Sharpe, 1994), pp. 
116-117. 

110.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上）》（台北：學生書局，1988），頁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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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批評的神恩獨作之「命定主義」與「悲觀主義」（「基

督教認自己不能克服罪惡，一切交給上帝，你得救不得救

只有訴諸上帝來決定」），111而是人性的普遍價值獲得肯

定，神人關係得到一定程度彌合，神人不再對立隔絕，從而

構成對猶太教選民觀念的拒斥，對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和

新教）和西方近代文化精神的雙重批判，也迥異於中國基

督徒常秉持的基要派反人文主義立場，與新儒家的主張相

近，這使他對別爾嘉耶夫尤多心契。另一位新儒家方東美

同樣認定別爾嘉耶夫主張人的神性（人與神「化為同體」）、

反對「獸人」，從而對其讚賞有加，甚至援引其觀點來佐證

自己的機體主義思想。112 

不過獨特的思想文化語境與前理解結構（而非對基督

教的茫然無知）令唐君毅（以及方東美、牟宗三）採取「去

語 境 化 — 再 語 境 化 」 （ de-contextualized and re-

contextualized）方法，將「神人」由別爾嘉耶夫的整體思想

框架（由成神論、三一論、終末論構成的統一體）剝出，並

置於新的視域中予以闡發。這種讀解方式產生了雙重效果：

一方面，「神人」概念令唐君毅從別爾嘉耶夫成神論中辨識

出異於西方神學家的「親緣性」，如基督教的神人合一與儒

家的天人合德相似，有助激發後世對東正教與儒家思想的

比較研究和耶儒對話的重新思考。而且鑑於基督論在中國

現代基督教思想史的重要地位，唐君毅的闡釋與趙紫宸的

                                                             
111. 牟宗三，《圓善論》（台北：學生書局，1984），頁 156。 
112. Thomé H. Fang, Creativity in Man and Nature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1980), pp. 97-98. 

另可見王英銘：《原點：詩人思想者史作檉訪談錄》（台北：典藏，2012），頁 30。方
東美更進一步引申中國的「天人」相當於「god-man」，只是表示偉大的精神人格，而
真正的「神人」是「Divine personality」，是在「天人」（god-man）基礎上更進一步，
把握宇宙的深微奧妙，但位於最高境界的是思想與真理融洽無間的「至人」（方東美，
《方東美先生演講集》[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72）。方東美實則向我們提出了諸
多新問題：「神」、「聖」、「天」有何異同？西方的「god-man」在何種意義上可被漢
譯為「神人」？在儒釋道不同傳統中，「god-man」究竟對應何種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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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基督」、吳雷川的「人格基督」、徐寶謙的「唯愛基

督」構成對比，既豐富了中國現代基督論，也向傳統的基督

論提出了挑戰：基督教如何在以基督為救贖中保的同時，

不走向「使人之通接於上帝之道路，只有一條」113的排他救

贖論？普救論如何超越信仰共同體而成為可能？基督論如

何與中國的「聖賢豪傑祖先之崇拜皈依」對話？基督教究

竟該如何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向非基督徒證成自身的基督

論？進言之，成神論能否具備普遍有效性？是否只能依附

於特殊的教義信條？基督教能否超脫特殊的教義信條、放

棄超自然主義的論斷，在信仰共同體之外證成道德實踐？

在信仰共同體之外，宗教中的何種珍貴剩餘（surplus）或者

「遺產」（legacy）可啟發道德實踐，甚至值得非宗教徒「為

之奮鬥」（worth fighting for）？114另一方面，這種讀解似

乎也強化了唐君毅對基督教的批評，令別爾嘉耶夫淪為了

唐君毅肯定儒家傳統、批判西方文化的工具，反向消解了

「親緣性」的客觀有效性。故而，唐君毅的詮釋學佔有

（hermeneutic appropriation）雖看似可在耶儒之間建立一種

基於共性的關聯，卻似乎貶低了基督教思想（即便是東正

教）的異質性，迴避了耶儒相遇給儒家帶來的挑戰與啟發，

錯失了由此可能生發的創造性轉化契機。 

意義的旅行只會是小徑分岔的漫遊，最終抵達的是不

可預知的處所，就像成神論在不同文化中的移植與播撒，

最終收穫的是難以預料的產物，於是，意義的誤讀無可避

免，甚至成了存在的必然處境，但何種前理解結構是創造

的基石，何種前理解結構是偏見的淵藪；何種誤讀是出於

開放態度的創新，何種誤讀是出於封閉精神的誤解；何種

                                                             
113.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頁 436。 
114. Slavoj Žižek, The Fragile Absolute—or, 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 

(London: Verso,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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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是客觀的理解，何種對話是主體的移情；對話的構成

機制與方法論意義究竟為何；如何在對話中實現自我的轉

化……這些問題依舊值得我們探究，而對此脈絡的追蹤，

正是為了剔除「判教」的心態，開啟未來創造性的意義旅

行，激活與更新中西雙方的思想傳統。就此而言，在中西思

想之間，成神論究竟是鵲橋、斷橋還是浮橋，抑或是無橋之

橋（bridge without bridge）、消逝之橋（vanishing bridge）？

如何脫離教義糾葛的字義解讀，趨向精義層面的方法論啟

發？「成神」、「神人」如何才能擺脫奠基性神話／主宰性

神話，真正成為思想工具呢？「克服本體神學」的光亮如何

真正照入耶儒對話，解構造就了超越與內在之葛藤的形而

上學語法？更進言之，如何才能在解構他者的同时（甚至

之前）完成自體解構，從根本上拆解本體神學的奠基性神

話／主宰性神話，並由此提煉出某種方法論工具？這些問

題或許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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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許志偉（1946—2020）教授向筆者提出「稱義與成聖」的問題，本文脫胎於筆者對此問

題的思考，謹此緬懷敬愛的許老師（Xu Laoshi）！楊慧林教授與匿名審稿老師惠賜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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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Neo-Confucianist Tang Chun-I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Nicholas Berdyaev’s Theosis with his concept of 

“God-man” as the core. In Tang’s eyes, Berdyaev combined 

humanism with religion, which stood in oppos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belief in God-man isolation, and thus affirmed the 

universal value of humanity. It is close to Tang’s own 

Confucian humanism.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Berdyaev 

failed to fully affirm human value, and clung to Jesus as the one 

and only mediator of salvation, which some might think tends 

to the theory of exclusive salvation. Tang’s interpretation also 

differs somewhat from Berdyaev’s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God-man (and Man-god), humility and universal salvation.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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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omitted Berdyaev’s eschatological frame of Theosis. 

Tang’s interpretation is originated from his idea of the 

immanent transcendence of human, which is due to his 

insistence on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t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plus his ado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both 

Kant’s and Hegel’s philosophies. Tang’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is constituted by the grounding myth of onto-

theology. Moreover, the criticism of Tang from Chinese 

Christians was also confined to onto-theology. Therefore, the 

Christian-Confucian dialogue needs to overcome thes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onto-theology in order to deconstruct the 

dualism of transcendence and immanence. Only in this way 

might Theosis gain it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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